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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008-2018 年中国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

并采用 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马尔科夫链分析法研究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趋势。结

果表明：当前中国普惠金融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偏低，大多数省份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

调度处于勉强协调或中度协调，两个系统的协调状态主要表现为普惠金融相对滞后；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的耦合协调度存在较大区域差异，地区相对差异和地区绝对差异都随着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推进而逐渐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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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尚处于试点探索阶段，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多处于创业初期，前期

资本积累不足，投资项目尚不成熟，资金回笼速度较慢，长期受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等问题困扰，极大地制约了农村产业

融合发展的进程。以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商业性金融很难成为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主力军，而 2005年开始发展的普惠金

融旨在帮助贫困农户、低收入者、小微企业等弱势群体以可负担成本充分获得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1,2],在支持农业农村发展方面

大有可为且至关重要。普惠金融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产业融合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成长，进而

基于多元化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广大农户增收就业。同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长过程中的多元化金融需求也倒逼普惠金融机构

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从而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因此，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互动不仅是二者互助互

利的双赢关系，还可以辐射出更多的经济社会效应。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农业产业化的高级阶段和升级版[3],早期关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金融支持的研究主要从农业产业化的

金融支持角度展开。有研究从提供金融咨询服务、完善农村金融供给体系等方面提出了解决农业产业化发展中融资难题的解决

路径[4]。研究发现，金融支持与农业产业化的作用关系受农业产业化水平高低的影响，在农业产业化水平较高的地方显著为正，

在农业产业化水平低的地方不显著[5]。因此，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必须做好金融成长周期与企业成长周期的有效衔接[6]。还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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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发现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化二者系统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但二者耦合协调过程呈现出农业产业化相对滞后和普惠金融相对

滞后交替变化的情况[7]。同时，金融资金向农村产业融合领域的流动可以有效推动融合主体的发展壮大[8]。但是，当前中国农村

金融服务严重滞后，农业产业化融资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实践中普遍存在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不足且供需结构

失衡、金融服务创新持续性差、长期大额贷款少、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等众多问题[9],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

同时又出现融资慢的问题，金融供给不足和服务低效成为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最大短板[10]。鉴于农村产业发展的高风险性和

金融追本逐利的本性，金融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需要政府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支持。财政支农有助于强化农业信贷和农业保险

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加强财政支农与金融服务协同可以加快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进程[11]。 

综合来看，随着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不断推进，关于金融支持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关系的研究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

注，但仍以规范性研究为主，实证研究较少，也鲜有文献专门研究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鉴于此，本

文在阐释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并对二者相互作用机理进行分析之后，构建普惠金融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中国 30个省份 2008-2018年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系统耦合度和协调度。在此基础上，采

用 Dagum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分析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采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方

法和马尔科夫链分析方法检验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分布动态演进趋势。 

二、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机理 

(一)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 

1.普惠金融发展的理论逻辑。 

2005 年中国正式引入普惠金融概念，2013 年 11 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从国家层面提出发展普惠金融。2015 年底国务

院发布《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并定义：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通过加大政策

引导扶持、加强金融体系建设、健全金融基础设施，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的、有效的金

融服务[12]。发展普惠金融的初衷和主要目的是提高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效益，给予弱势群体平等机会充分获取金融服务，帮助

弱势群体发展生产从而实现脱贫致富[13]。当然，普惠金融的商业本质要求其必须按照成本收益原则追求利润最大化，即普惠金

融机构运营必须兼顾效率和公平，在为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普惠金融的高质高效服务和可持续

发展一方面依赖于良好的外部经济金融环境和国家相关政策支持；另一方面，更需要普惠金融机构与弱势群体之间形成良性资

金循环。 

2.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 

试点和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主要目的是以适度规模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引领，以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为纽带，

通过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型、返乡农民充分就业和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从而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和

农民生活富裕。首先，农村产业融合通过发展生态农业、循环农业、生物农业、智慧农业、观光休闲农业、创意农业等新业态，

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方式向绿色环保方向转变，进而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型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其次，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通过一、二、三产业在农村优化组合和空间重构，以及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充分流动和优化配置，加快发展农村电子商务、

农产品产地直销、会员个性化定制等新模式，为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提供新契机。再次，农村产业融合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乡村旅游业、农业生产服务业等延伸农业产业链，将农业产业的增值收益留在农村留给农民，同时激活农村土地、住宅和金融

等多个要素市场，扩宽农民增收渠道[14]。 

(二)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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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都以农村弱势群体为主要服务对象，都以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和农民脱贫增收致富为主要目标，

具有内在一致性，两个系统之间必然存在耦合互动关系。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融合互动有助于促进信贷资金的良性

循环，从而实现普惠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成长的双赢。 

普惠金融发展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一方面，普惠金融发展可以为创业初期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

低成本的信贷资金，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业发展奠定基础；普惠金融发展可以为农业产业链上下游关联企业提供便捷、价廉、

质优的金融服务，有助于延伸农业产业链。另一方面，普惠金融服务还可以发挥先导性作用，信贷资金的流动将带动人才、技

术、土地等生产要素和其他资源向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领域流动和集聚，从而不断提高农村资源配置效率；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

水利水电、道路、仓储、冷藏、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能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公共服务，推进农

村产业融合高质高效发展。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典型特征和特殊功能正好可以促进普惠金融机构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并不断调整经营理念和发

展模式，从而实现普惠和盈利双重目标。一方面，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元化的金融需求倒逼普惠金融

机构加快金融制度创新、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服务创新，从而不断提升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多元化的农村金融需求也为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和空间，有助于金融服务从以往集中于城镇、二三产业向农业农村领域延伸。另一方面，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要求普惠金融更加注重信贷资金的开发性和造血性，注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能力和创收能力开发，注重信贷资

金供给与农业产业链资金需求相匹配，从而促进普惠金融从“输血”服务向“造血”服务转变。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注重产业链

延伸的典型特征可以强化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信用监督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守信意识，以农业产业链为载体的新型融资模式具

有更强的信用保障，可以有效降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违约概率，减少金融机构交易成本和提高金融服务包容性。 

三、研究设计：指标体系、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一)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无论是普惠金融还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目前学界都尚未形成一套普遍认可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研究

目的而构建的指标体系各不相同。普惠金融是指金融机构在可持续发展前提下，以每个金融需求者尤其是贫困农户、低收入者、

小微企业等弱势群体以可负担成本及时充分地接触和获得金融服务[15-17]。为此，本文结合普惠金融的概念内涵及发展理论逻辑，

并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2019年)》和相关文献[18-20],从金融服务可获得性、金融服务使用效用

性、金融服务质量三个维度来构建包含 13个具体指标的普惠金融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指通过农业产业

链延伸、农业产业功能拓展、农业服务融合等多种手段打破产业边界，多次产业交叉互动的动态化产业发展方式
[9]
,农业产业链

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发挥和农业服务业融合是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农民增收与就业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是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目标。参考相关研究[11,21]的思路，从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发挥、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农民

增收与就业、城乡一体化发展五个维度构建包含 14个具体指标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综合评价体系。普惠金融和农村产业融合发

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 

表 1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代码 性质 

普惠金融发展 金融服务可获得性 

每十万人拥有银行类金融机构网点数 X1 正向 

每十万人拥有银行类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 X2 正向 

每千平方公里拥有银行类金融机构网点数 X3 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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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千平方公里拥有银行类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 X4 正向 

每千人拥有 A股账户数 X5 正向 

金融服务使用效用性 

人均存款余额/人均 GDP(%) X6 正向 

人均贷款余额/人均 GDP(%) X7 正向 

农村人均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万元/人) X8 正向 

农村人口人均农业保险保费收入 X9 正向 

农村人口人均农业保险赔付支出 X10 正向 

金融服务质量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 X11 负向 

贷存比 X12 正向 

保险赔付占保费收入之比 X13 负向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农业产业链延伸 

人均第一产业总产值 Y1 正向 

农村每万人拥有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Y2 正向 

人均农副产品加工业总产值 Y3 正向 

农业多功能性发挥 

人均主要农产品产量 Y4 正向 

设施农业面积占比 Y5 正向 

农作物化肥使用强度 Y6 负向 

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 

人均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Y7 正向 

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 Y8 正向 

农民增收与就业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 Y9 正向 

农民非农收入占比 Y10 正向 

乡村非农就业占比 Y11 正向 

城乡一体化发展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Y12 负向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 Y13 负向 

城乡居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比 Y14 负向 

 

表 1中多数指标都可以直接获取或经过简单计算得到。少数指标的计算处理说明如下：(1)考虑到我国关于证券账户开户的

年龄限制条件和数据可得性问题，每千成年人拥有 A 股账户数采用沪深 A 股期末账户数除以 15～64 岁总人口数计算得到。(2)

设施农业面积采用温室总面积替代，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的全国温室数据系统。(3)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

主要统计指标解释说明，第一产业产值不包含农林牧渔服务业，而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则包括了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因此，农

林牧渔服务业产值采用农林牧渔总产值减去第一产业产值得到。(4)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采用农村人均每百户拥有电话和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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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来衡量，缺失的个别数据采用插值法补齐。(5)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减去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计

算得到。 

由于西藏的相关数据缺失比较严重，因此，研究对象包括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其他 30个省份，时间样本为 2008-2018年。

各指标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国

证券期货统计年鉴》《中国证券登记结算统计年鉴》和各省份历年统计年鉴，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官网、Wind资讯数据库、各地区

市场主体发展报告和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网站报道等。 

(二)指标权重确定与综合指数计算方法 

表 1 所示评价指标体系中基础指标间具有明显的不可公度性，采用最大最小值法对各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和

平移处理。各指标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Sij 为标准化值，且 Sij 取值为[1,2],其值越大表示该指标对综合指数的贡献度越大。Xij 为各指标的实际值，

i=1,2,…,m;j=1,2,…,n,m 和 n 分别表示样本数和指标数。max(Xj)和 min(Xj)分别表示当年 30 个样本中第 j 个指标的最大值和

最小值。对于每个指标的权重，采用主客观综合赋权法予以确定，即：综合权重 λj=主观权重×0.5+客观权重×0.5,其中，主

观权重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客观权重采用熵值赋权法确定。此后，采用线性加权求和法计算普惠金融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两

个系统的综合指数 W1和 W2,即：W=∑λjSj-1。W1和 W2的值越大，说明普惠金融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越高。 

(三)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主要衡量两个系统之间的联动程度，协调度主要衡量两个系统之间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水平。首先，构建普惠金融

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两个系统的耦合度模型如下： 

 

其中，W1和 W2分别表示普惠金融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综合指数，C表示两个系统的耦合度。当 C=1时，耦合度极大，表示

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两系统之间达到良性共振耦合；当 C=0 时，耦合度极低，表示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两系

统之间处于无序状态。 

耦合度 C 虽然对判断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两系统之间的耦合作用强度和作用时序区间具有重要意义，但难以反映

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两系统之间互动的整体功效和协调效应，因为发展水平较低的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度也可能会很

高。因此，需要进一步引入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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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为系统耦合协调度；T为系统综合协调指数，反映系统整体协调效应，T=αW1+βW2。α、β为待定参数，其值大小

根据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程度确定。参考已有研究[8],认为普惠金融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两个系统同等重要，故

令α=β=0.5。 

四、系统耦合协调度及区域差异 

(一)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与分析 

2008-2018 年中国 30 个省份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算结果见表 2。从历年各省份普惠金融发展水

平来看，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整体偏低，且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和两极分化现象。具体来看，普惠金融综合指数历年平均值

超过 0.4的仅有北京、上海、内蒙古 3 个省份；历年平均值处于 0.3～0.4 之间的有天津、辽宁、黑龙江、浙江、宁夏和新疆 6

个省份；其他 21个省份普惠金融发展综合指数的历年平均值均低于 0.3。北京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最高，样本期内一直位于 0.63

以上，最高达到 0.8385,历年平均值为 0.7676。其次是上海，样本期内最大值为 0.7605,最小值为 0.5606,历年平均值为 0.6679。

贵州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最低，样本期内最大值仅为 0.1669,历年平均值仅为 0.1426。排名第一的北京普惠金融综合指数历年平

均值(0.7676)是排名倒数第一的贵州(0.1426)的 5.38倍。 

从历年各省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来看，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也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历

年平均值处于 0.5 以上的有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等 9 个省份，其中辽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综合指数的历年平均值最大

(0.5679)。北京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综合指数在 2008-2010 年高于 0.7,2009 年达到最高值 0.7543,此后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辽宁

与北京相似，综合指数在样本期内总体呈下降趋势。天津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综合指数在样本期内总体呈上升趋势，从 2008年最

小值 0.3950 上升到 2016 年最大值 0.6469。内蒙古、江苏和浙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综合指数在样本期内缓慢增长。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水平历年平均值处于 0.4～0.5之间的有河北、上海、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海南和宁夏 8个省份，其中河北、福建

和湖北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综合指数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而上海则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历年平均值处于 0.3～0.4

之间的有山西、河南、湖南等 10个省份，其中广西、重庆和青海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历年平均值低于 0.3的有贵州、

云南、甘肃 3 个省份，其中贵州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综合指数的历年平均值最小(0.2549),但表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从 2009 年

最小值 0.1852上升到 2018年最大值 0.3556。 

表 2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部分年份) 

省份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W1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 W2 

2008 2011 2014 2018 平均值 2008 2011 2014 2018 平均值 

北京 0.8279 0.8249 0.7105 0.6312 0.7676 0.7206 0.6141 0.4259 0.4540 0.5508 

天津 0.3765 0.4281 0.3642 0.3908 0.3819 0.3950 0.5758 0.5608 0.5288 0.5478 

河北 0.2492 0.2400 0.1912 0.2670 0.2254 0.3803 0.4409 0.4149 0.4535 0.4295 

山西 0.2900 0.3334 0.2319 0.2861 0.2843 0.3343 0.4131 0.3409 0.3810 0.3727 

内蒙古 0.3789 0.4518 0.3881 0.4848 0.4315 0.4896 0.5147 0.5245 0.5366 0.5198 

辽宁 0.3177 0.3778 0.3558 0.3364 0.3512 0.6162 0.6359 0.5579 0.4425 0.5679 

吉林 0.2850 0.3072 0.2809 0.3007 0.2889 0.5342 0.5693 0.4951 0.4590 0.5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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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0.3537 0.3267 0.3053 0.3543 0.3410 0.5943 0.5943 0.5802 0.6187 0.5779 

上海 0.7005 0.7605 0.6916 0.5877 0.6679 0.6395 0.5227 0.3291 0.3770 0.4630 

江苏 0.2485 0.3001 0.2674 0.3323 0.2926 0.4658 0.5579 0.5033 0.6187 0.5539 

浙江 0.3468 0.4208 0.3256 0.3531 0.3532 0.4746 0.5243 0.4387 0.5267 0.5049 

安徽 0.1839 0.2154 0.1528 0.2294 0.1848 0.4106 0.3604 0.3891 0.4858 0.4036 

福建 0.2302 0.2641 0.2204 0.2766 0.2356 0.4212 0.4534 0.4560 0.5003 0.4671 

江西 0.1829 0.1883 0.2073 0.2528 0.2032 0.3870 0.3790 0.3820 0.4558 0.4015 

山东 0.2046 0.2205 0.1724 0.2298 0.1978 0.5110 0.4925 0.4948 0.5536 0.5172 

河南 0.1929 0.1910 0.2140 0.2830 0.2014 0.3904 0.3663 0.3509 0.4561 0.3867 

湖北 0.2269 0.1942 0.2065 0.2453 0.2020 0.4002 0.4023 0.4885 0.5123 0.4448 

湖南 0.2398 0.2059 0.1749 0.2448 0.1990 0.3953 0.3601 0.3742 0.4335 0.3905 

广东 0.2810 0.2682 0.2786 0.2966 0.2725 0.3352 0.3786 0.3171 0.3995 0.3492 

广西 0.1299 0.1656 0.1637 0.2236 0.1611 0.3174 0.2699 0.3042 0.4115 0.3375 

海南 0.2518 0.2842 0.2775 0.3527 0.2845 0.4039 0.4378 0.4140 0.4477 0.4236 

重庆 0.2533 0.2704 0.2530 0.2922 0.2317 0.3165 0.3459 0.3544 0.3998 0.3572 

四川 0.2220 0.2776 0.2677 0.2664 0.2567 0.3932 0.3566 0.3503 0.4227 0.3815 

贵州 0.1173 0.1636 0.1490 0.1669 0.1426 0.2264 0.1887 0.2806 0.3556 0.2549 

云南 0.1468 0.1792 0.1598 0.1683 0.1507 0.2742 0.2257 0.2083 0.3159 0.2563 

陕西 0.2693 0.2781 0.2426 0.2907 0.2616 0.3339 0.3195 0.3272 0.3754 0.3316 

甘肃 0.2200 0.2819 0.3124 0.2692 0.2932 0.2499 0.2232 0.2941 0.3718 0.2855 

青海 0.1888 0.2396 0.2664 0.2585 0.2457 0.3096 0.4105 0.4385 0.3761 0.3954 

宁夏 0.2914 0.3144 0.3303 0.3673 0.3360 0.4046 0.3591 0.3713 0.4821 0.4021 

新疆 0.3896 0.3804 0.4230 0.3021 0.3785 0.2738 0.3335 0.3201 0.3359 0.3375 

 

(二)系统耦合协调度结果与分析 

基于设定的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系统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见表 3。从系统耦合度来看，样

本期内各省份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系统耦合度均在 0.9以上(极个别情况除外),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说明普惠金融

与农村产业融合逐渐向有序方向发展。尽管如此，并不能仅看两个系统的耦合度大小，而应更关心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

展的系统协调度大小。系统协调度同时受到系统的整体发展水平和系统耦合度的影响，系统间发展水平的差距扩大会降低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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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进而对耦合协调度产生负向影响。从各省份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系统协调度的年度值和历年平均值来看，北京历

年平均值达到 0.8030,2008-2012年其耦合协调度处于 0.8以上，属于高水平协调阶段，2013年以后滑落到中度协调阶段。长期

处于中度协调的省份包括天津、内蒙古、辽宁等 9个省份。其中上海历年平均值为 0.7412,2008-2009年的系统协调度处于高水

平协调阶段，2010年后滑落到中度协调阶段。处于濒临失调阶段的省份包括广西、贵州和云南，其中贵州历年平均值最低为 0.4343;

这 3 个省份的系统协调度在绝大多数年份均属于濒临失调阶段，广西 2017-2018 年才上升到勉强协调阶段。河北、山西等其他

17个省份的系统协调度均处于勉强协调阶段。 

借鉴彭建刚和徐轩(2019)[7]的做法，根据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高低，将两个系统的协调发展关系划

分为普惠金融相对滞后型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相对滞后型两种类型。从结果可以发现，北京和上海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高于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上海 2009 年除外),属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相对滞后型耦合协调关系，其他省份几乎都属于普惠金融发展

相对滞后型，仅有新疆少数年份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大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表明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稳步推进、省

际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提速的情况下，要有效推进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协调发展，首要任务是加快普惠金融体系建设，提高

省际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尤其是创业初期的各类经营主体的融资难题。 

(三)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 

首先，测算历年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各省份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系统协调度的平均值。结果显示，东部地区

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系统协调度明显高于全国、中部和西部地区，但在 2011-2014 年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在

2015-2018年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西部地区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系统协调度最低，但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全国和

中部地区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系统协调度在 2008-2017 年整体比较稳定，2018 年开始快速上升，而且中部地区与全

国的差距在缩小。整体来看，从 2015年开始试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以来，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系统协调度呈现出明

显的上升趋势，说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的政策效果非常明显。 

表 3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部分年份) 

省份 2008 2011 2014 2018 平均值 

北京 0.8788 0.8437 0.7417 0.7316 0.8030 

天津 0.6210 0.7046 0.6722 0.6742 0.6751 

河北 0.5548 0.5704 0.5307 0.5899 0.5567 

山西 0.5580 0.6092 0.5302 0.5746 0.5697 

内蒙古 0.6563 0.6944 0.6717 0.7142 0.6878 

辽宁 0.6652 0.7001 0.6675 0.6212 0.6668 

吉林 0.6247 0.6467 0.6107 0.6095 0.6212 

黑龙江 0.6771 0.6638 0.6488 0.6842 0.6655 

上海 0.8181 0.7940 0.6907 0.6861 0.7412 

江苏 0.5833 0.6397 0.6057 0.6734 0.6331 

浙江 0.6370 0.6853 0.6148 0.6567 0.6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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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0.5242 0.5278 0.4938 0.5778 0.5213 

福建 0.5580 0.5882 0.5630 0.6099 0.5753 

江西 0.5158 0.5168 0.5305 0.5827 0.5339 

山东 0.5687 0.5741 0.5405 0.5972 0.5646 

河南 0.5239 0.5143 0.5235 0.5994 0.5271 

湖北 0.5489 0.5287 0.5635 0.5954 0.5460 

湖南 0.5549 0.5218 0.5057 0.5708 0.5268 

广东 0.5540 0.5645 0.5452 0.5867 0.5550 

广西 0.4506 0.4598 0.4724 0.5508 0.4810 

海南 0.5647 0.5939 0.5822 0.6304 0.5885 

重庆 0.5321 0.5530 0.5472 0.5846 0.5330 

四川 0.5436 0.5609 0.5534 0.5793 0.5587 

贵州 0.4037 0.4191 0.4522 0.4936 0.4343 

云南 0.4479 0.4484 0.4271 0.4802 0.4417 

陕西 0.5476 0.5460 0.5308 0.5748 0.5422 

甘肃 0.4843 0.5009 0.5506 0.5625 0.5357 

青海 0.4917 0.5600 0.5846 0.5584 0.5567 

宁夏 0.5860 0.5796 0.5918 0.6487 0.6055 

新疆 0.5715 0.5968 0.6066 0.5644 0.5967 

 

进一步，采用 Dagum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测算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系统协调度的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及其

来源，结果见表 4。从表 4的结果可以看出，中国省际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系统协调度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但这种

区域差异近年来逐渐缩小，说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的政策效果非常明显。具体来看，Dagum基尼系数在 2008-2012年整体偏

高，长期处于 0.08以上，2010年达到最大值 0.0885;2013年以后 Dagum基尼系数一直低于 0.08,从 2016年后呈明显下降趋势，

2018年为最小值 0.0519。从区域内差异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基尼系数均小于全国整体基尼系

数，而且所有年份东部地区内基尼系数大于西部，西部大于中部，这说明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系统协调度的地区内差

异小于全国整体相对差异，东部地区内相对差异大于西部和中部。东部地区内差异总体呈下降趋势，中部和西部地区内差异呈

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从地区间差异来看，样本期间内东西部地区间差异最大，但总体上呈逐年下降的变化趋势；

其次是东中部地区间差异，而且整个样本期内的波动较大；中西部地区间差距相对最小，且中西部地区间差异总体上呈下降趋

势。从相对差异的贡献率来看，超变密度贡献率的贡献率最大，说明超变密度是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系统协调度地区

相对差异的主要来源，如何缩小地区间差异将是下一步实践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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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总体基尼系数及区域性分解结果 

年份 基尼系数(G) 

区域内差异(Gw) 区域间差异(Gnb) 超变密度 

贡献(Gt) 

贡献率(%)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中 东西 中西 Gw Gnb Gt 

2008 0.0852 0.0124 0.0034 0.0091 0.0050 0.0169 0.0039 0.0346 29.14 30.26 40.60 

2009 0.0875 0.0125 0.0030 0.0099 0.0074 0.0171 0.0026 0.0350 29.01 30.97 40.02 

2010 0.0885 0.0122 0.0036 0.0101 0.0063 0.0142 0.0026 0.0395 29.28 26.05 44.66 

2011 0.0875 0.0113 0.0037 0.0093 0.0075 0.0147 0.0029 0.0380 27.71 28.84 43.45 

2012 0.0870 0.0108 0.0042 0.0108 0.0061 0.0134 0.0035 0.0384 29.52 26.36 44.12 

2013 0.0732 0.0089 0.0040 0.0091 0.0037 0.0087 0.0018 0.0369 30.18 19.35 50.47 

2014 0.0697 0.0089 0.0034 0.0090 0.0036 0.0100 0.0016 0.0332 30.45 21.83 47.72 

2015 0.0749 0.0090 0.0034 0.0100 0.0040 0.0094 0.0010 0.0381 29.93 19.12 50.95 

2016 0.0763 0.0094 0.0032 0.0097 0.0070 0.0082 0.0005 0.0381 29.32 20.66 50.02 

2017 0.0679 0.0092 0.0024 0.0082 0.0064 0.0099 0.0011 0.0307 29.15 25.70 45.15 

2018 0.0519 0.0055 0.0019 0.0071 0.0023 0.0026 0.0001 0.0323 28.08 9.73 62.18 

 

五、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分布动态演进 

(一)Kernel密度估计和马尔科夫链方法 

1.Kernel密度估计方法。 

Kernel 密度估计方法从数据本身出发研究数据的分布特征，克服了参数估计中函数形式设定的主观性，模型依赖性较弱，

稳健性强。核密度估计的基本函数形式为： 

 

其中，n为观测值的数量，xi表示独立同分布的观测值，x¯表示观测值的均值。K(·)为核密度函数，采用高斯核密度函数。

h表示带宽，为一个较小的正数。 

2.Markov链分析方法。 



 

 11 

将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系统协调度 X 视为一个随机过程，给定当前时刻的值为 Xt,未来时刻 Xs(s>t)时系统所处状

态不受过去状态值 Xu(u<t)的影响，只与时间 t有关。马尔科夫过程在任意时刻所处的状态 i转移到状态 j的概率都是固定的概

率 pij,即对于状态空间中所有状态 i0,i1,…,it-1,it,以及任意时刻 t≥0满足： 

 

然后，将省际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系统协调度划分为 k种类型，通过马尔科夫链可以构造出一个 k×k维的省际普

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系统协调度的状态转移概率矩阵，进而可以判断中国省际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系统协调度

的内部动态演进特征。 

 

(二)Kernel密度估计结果分析 

图 1 显示了全国、东中西部地区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系统协调度的空间分布与动态演进趋势。综合来看，我国各

地区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系统协调度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地区绝对差异呈逐渐缩小趋势，尤其是 2015年开始试点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以后，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系统协调度上升较快，地区绝对差异缩小趋势比较明显。从全国的情

况看，核密度曲线总体上呈缓慢右移趋势，均呈现出右拖尾现象，2014 年以后右移速度加快，说明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

展系统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与 2008年和 2011年相比较，2014年和 2018年的核密度曲线波峰高度逐渐上升，波峰宽度不断

缩小，说明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系统协调度的地区绝对差异在不断缩小。东部地区的核密度曲线在 2008年呈现双峰形

态，即存在两极分化现象，2011 年和 2014 年核密度曲线的双峰形态逐渐消失；与 2008 年相比，2011 年和 2014 年核密度曲线

波峰下降，波峰宽度变大；2018 年波峰高度快速上升，波峰宽度明显缩小，说明东部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系统协调度

的绝对差异呈缩小态势。中部地区 2008-2014 年的核密度曲线比较一致，波峰高度较低，宽度较大，2018 年波峰快速升高，波

峰变窄，但表现出明显的双峰形态，说明样本期内中部省份的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系统协调度前期变化不明显，后期

呈快速增长之势，但又表现出两极分化现象。西部地区核密度曲线与中部地区相似，2008-2014 年变化不大，2018 年的核密度

曲线波峰明显升高，波峰宽度变小，但呈现出多峰形态，说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在西部地区的政策效果比其他地区更为突

出，但西部地区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极化现象比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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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系统协调度分布及动态演进 

(三)马尔科夫链分析 

首先，以省际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系统协调度为划分依据，将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耦合协调模式划分

为低水平(L)、中低水平(ML)、中高水平(MH)和高水平(H)4种类型。划分标准为：系统协调度低于全国平均值 75%的为低水平省

际单元，介于全国平均值 75%～100%之间的为中低水平省级单元，介于全国均值 100%～125%的为中高水平省级单元，高于全国

平均值 125%的为高水平省级单元。其次，利用马尔科夫链分析方法计算 2008-2018年、2008-2014年、2015-2018年普惠金融与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系统协调度的传统马尔科夫链转移概率矩阵，结果备索。 

结果显示，无论是全样本时段还是分样本时段，对角线上的转移概率明显高于非对角线上的转移概率，说明普惠金融与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系统协调度保持稳定状态的概率较高。可能的原因是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两个系统的路径依赖程度较

高，前期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下一期的发展水平，导致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过程受前期的影响也较

大。非对角线上的转移概率也并非全部为零，比较均匀的分布在对角线两侧，说明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状

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向邻近状态转移，但尚未出现向上跨级跃迁或向下跨级滑落的概率，这说明推进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的耦合系统是一个渐进过程，必须处理好“远”与“近”的关系。 

在 2008-2018年有 60%的省级单元维持在低水平状态，92.90%的省级单元维持在中低水平状态，93.40%的省级单元维持在中

高水平状态，86.67%的省级单元维持在高水平状态；在 2008-2014 年有 57.14%的省级单元维持在低水平状态，90.38%的省级单

元维持在中低水平状态，93.10%的省级单元维持在中高水平状态，90.91%的省级单元维持在高水平状态；在2015-2018年有50.00%

的省级单元维持在低水平状态，有 97.96%的省级单元维持在中低水平状态，91.67%的省级单元维持在中高水平状态，66.67%的

省级单元维持在高水平状态。这说明样本期内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系统耦合协调可能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需要

特别警惕可能存在的中低水平固化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地区差异扩大风险。另外，还有两点需要引起重视：一是 2015-2018 年

由中高水平状态向下滑落到中低水平状态的概率从 2008-2014 年的 6.90%上升到了 8.33%,二是在 2015-2018 年处于高水平状态

的省级单元数量较少，而且保持稳定状态的概率下降到了 66.67%,这预示着推进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耦合协调发展需要在保

持政策稳定性的同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以上研究显示，中国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两个系统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正在形成，但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两

个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待加强，尤其是需要加快普惠金融发展并不断缩小省际差异，促进普惠金融通过“质”的提升来推动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为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加快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相适应的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产品服务创新，提升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服务质量。一是大

力推进农村网络体系、移动手机终端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网络降费提速的优惠力度，加大经费投入力度支持物联网、

云平台体系建设；加快普惠金融服务站点 ATM机、POS机等配套设施建设，并不断进行技术升级和创新。二是不断完善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的征信体系建设，建立涵盖政府、市场的信息共建共享机制与平台，建立覆盖贫困农户、普通农户、中小企业和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信用信息系统，通过多元化信息收集渠道及时更新和完善客户信用信息。三是根据地方产业特色加快普惠金融

产品与服务创新，实现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与实用化，有效对接不同主体、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与不同期限的金融需

求。加快金融科技在农村领域的应用，开发设计操作简单、交易便捷的数字金融产品与服务，提升普惠金融服务效率，降低农

户金融服务获取成本。四是建立可充分发挥信息中介和服务中介的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站，形成“金融机构+普惠金融服务站+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模式，增强普惠金融服务的精准性和高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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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快建立健全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协同机制。普惠金融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需要政府职能部门、科技

公司、金融机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和相互协作，破解普惠金融支农的制度、技术、资源瓶颈。一是联合

地方政府职能部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科研院所，因地制宜地选择和培育地方特色产业融合项目，并加强相关的环境营

造和资源供给。各类金融机构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功能特色和作用边界进行职能定位和专业分工，形成多层次、多维度、多类

别的综合服务体系。二是推进金融机构与政府部门、科技公司联合创新，破除普惠金融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制度和技术瓶

颈。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建立普惠金融支农专项基金，免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贫困农户小额存取款跨行手续费，按比例补贴

大额支付手续费。加快农村数字普惠金融试点，适度放宽农村普惠金融准入门槛，调整和完善农村普惠金融监管制度，加快电

子签名、人脸识别、视频签约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村普惠金融服务中的应用，推进农村普惠金融线上线下服务充分融合。三是

建立健全政府、金融机构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风险共担机制，提升普惠金融支农的积极性和持续性。形成各类金融机构工作

合力，完善农村普惠金融风险预警和监控机制；积极探索创新“信贷+保险”“信贷+担保”“保险+期货”等多种风险分担机制，

提高保险、担保与银行的互动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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